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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大不容」：道學敘事以外的劉安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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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摘  要 

北宋晚期思想史向以錯綜複雜而著名。在王安石 (1021-1086) 新學獨尊於上的大氣

候下，不少士人選擇依附主流。但亦有些士人獨立王學以外，堅持找尋自己的求道之

路。政治層面的黨爭，時常與思想潮流糾結在一起。學術政治，互為其根，而亦有兩者

分道揚鑣之時。通過考察劉安世 (1048-1125) 這位傳統敘事中的「舊黨」士大夫和「道

學」親近者，本文希望展現北宋士大夫複雜的一面。本文嘗試屏除後設的道學敘事，回

到劉安世所處的歷史現場，利用他本人的奏疏和語錄，探討其政治理念、立場，以及他

與程頤 (1033-1107) 乃至程頤門人的關係。這一研究不僅旨在重塑道學話語以外的劉安

世，也希望透過剖析劉氏這一個案，可以為將來的宋代思想史研究提供一些解構後設敘

事的可能性策略。 

關鍵詞： 劉安世，程頤，道學，舊黨，《宋元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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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宋代思想史領域中，北宋末年是一段難以處理的時期。客觀原因自然是由於

史料限制：為北宋史研究奉為圭臬、蘊含豐富官、私史料的《續資治通鑑長編》，

現存版本缺少了部分宋神宗 (r. 1067-1085)、宋哲宗 (r. 1085-1100) 以及全部宋徽

宗 (r. 1100-1125)、宋欽宗 (r. 1126-1127) 等時期的卷數，導致追索北宋晚期史事

大為不易。此外，儘管北宋中期私人文集已有印本流行，然而為兩宋之際亂局所影

響，現存文集多為南宋紹興以後所印。北宋晚期許多重要人物，並無文集傳世。就

思想史層面而言，最令研究者頭痛的深層原因，則為王安石 (1021-1086) 學術獨尊

於上的大環境下，以張載 (1020-1077)、程顥 (1032-1085)、程頤 (1033-1107) 等學

者為代表的各種學術潮流紛起，時而爭鳴，時而融匯。由於後世理學或曰道學話語

佔據了優勢地位，加上史料稀缺，本來「眾聲喧嘩」的北宋末年思想界，在後世書

寫中被化約為「道學崛起」的基本理路。無庸置疑，道學先驅包括二程兄弟、張

載、邵雍 (1012-1077) 等，在當時思想界佔有相當分量。與之同時，許多北宋晚期

士大夫與士人，由於他們和二程、張、邵及其弟子的交遊，也被後世認為是道學親

近者，甚至是廣義的「道學家」。1 本文所聚焦的主角劉安世 (1048-1125)，正是

這樣一位士大夫。 

劉安世，字器之，號元城先生，河北大名府人，北宋晚期名臣，亦是司馬光 

(1019-1086) 的弟子。作為政治家，他名聲顯赫，廣播域外。2 作為思想家，《宋

                                                 

1 本文指涉北宋末年思想語境時，寧取「道學」而非理學一詞。這是因為作為理學核心的「天理」

概念，在北宋末年並未成為以二程、張載為代表的學者團體共同追求。本文所涉及的研究時段固

然處於後世所謂「理學」之誕生期，但考慮到當時人的習慣，「道學」毋寧說是他們更為理解的

術語。關於「道學」詞義的梳理以及澄清這一詞義的重要性，參 Hoyt Cleveland Tillman (田浩), “A 

New Direction in Confucian Scholarship: Approaches to Examin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Neo-

Confucianism and Tao-hsüeh,”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2.3 (1992), pp. 455-474. 由此一詞義辨析所

引發的論戰，參Wm. Theodore de Bary, “The Use of Neo-Confucianism: A Response to Professor 

Tillma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3.3 (1993), pp. 541-555; Hoyt Cleveland Tillman, “The Uses of 

Neo-Confucianism, Revisited: A Reply to Professor de Bary,”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4.1 (1994), pp. 

135-142; Wm. Theodore de Bary, “Reply to Hoyt Cleveland Tillma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4.1 

(1994), pp. 143-144.  
2 記載朝鮮李朝史事的典籍《李朝實錄》所錄群臣奏疏即屢次徵引劉安世言行，以佐治道。《成宗

實錄》，收入齋藤孝等編纂，《李朝實錄》（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53-1967，以下均

採用該版本），卷 295，「二十五年五月戊子」，頁 1b；《中宗實錄》，卷 59，「二十二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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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學案》列有他的專案〈元城學案〉，由全祖望 (1705-1755) 補訂。全氏補本重點

有二，一是強調劉安世與司馬光的學術傳承，認為安世繼承了司馬光的「剛健」之

氣。二是指出劉安世著作如《元城先生語》、《譚錄》、《道護錄》等，清初時已

無完本，只能考見大略。3 前一重點標示了劉安世的政治譜系屬於舊黨一派。後一

重點提出的三部殘本著作，都是劉安世晚年和年輕士人的對談記錄。這三部對談均

被收入南宋前期編成的《諸儒鳴道集》之中，而《諸儒鳴道集》向被視為早期道學

材料匯總。全祖望〈元城學案〉中補入的劉安世語錄材料，大抵不出三部對談之藩

籬。 

全祖望〈元城學案〉的基本論調，乃是對道學大儒朱熹 (1130-1200) 以降狹義

道學敘事的修正。朱熹在早期道學史名著《伊洛淵源錄》中，將司馬光的學術系譜

排除在道學正統以外。全氏補本〈元城學案〉乃據《元城先生語》、《譚錄》、

《道護錄》三書，試圖重建北宋末年司馬光—劉安世這一系另類「道學」實相。這

一新補學案，與《諸儒鳴道集》所蘊含的廣義「道學」文獻世界遙相呼應，可以說

具有相當程度的歷史眼光。4 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收藏之早期版本《宋元

學案》，全祖望前期補修黃宗義《宋元儒學案》時，已然補入〈元城學案〉。5 之

                                                 

庚午」，頁 49a；《光海君日記》，卷 19，「元年八月甲戌」，頁 11b；《孝宗實錄》，卷 12，

「五年六月乙亥」，頁 36a；《肅宗實錄》，卷 60，「四十三年七月辛酉」，頁 2a；《英祖實

錄》，卷 42，「十二年七月丁酉」，頁 2a。 
3 黃宗羲著，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20，頁 820-821。 
4 關於《諸儒鳴道集》的價值，田浩、陳來、邱佳慧等都有專論述及。此書包括二程、司馬光、周

敦頤、張載、楊時、謝良佐、劉安世、江公望 (?-1130)、潘殖、劉子翬 (1101-1147)、張九成 

(1092-1159) 各人作品及語錄，可謂早期道學史文獻淵海。這部總集成書時間爭議較大。據田智忠

新近專門研究，《諸儒鳴道集》原刻成書時間上限為乾道二年 (1166)，下限大概是乾道四年或稍

後，與朱熹整理本《河南程氏遺書》成書時間相近。田智忠，《《諸儒鳴道集》研究──兼對前

朱子時代道學發展的考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第 1 章，〈《諸儒鳴道集》

原刻年代考〉，頁 48。此集有晚宋刻本傳世。下文引用《諸儒鳴道集》所收《元城先生語》、

《譚錄》、《道護錄》三書，均以上海圖書館藏南宋端平刻本為準。佚名編，《諸儒鳴道集》，

《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第 192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影印上海圖書館藏南宋

端平刻本）。 
5 這一早期版本乃由黃宗羲後人黃璋、黃徵乂先後補修而成，張藝曦稱為黃氏補本《宋儒學案》，

共七十八卷，較接近黃宗羲《宋元儒學案》原貌。全氏門生盧鎬 (1723-1785) 曾寄送全祖望續修

《宋儒學案》部分底稿（共二十冊）予黃璋，所以黃氏補本包括了一些全祖望前期修訂內容。至

於全氏晚年修訂稿，因盧鎬未及謄寫、寄送，不見於黃氏補本。今考黃氏補本，卷十七乃全氏所

補〈元城學案〉，可證全氏前期已補修完成此案底稿。參張藝曦，〈史語所藏《宋儒學案》在清

中葉的編纂與收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0.3（臺北：2009），頁 451-506。

黃氏補本〈元城學案〉目錄，見黃璋、黃徵乂補修，《宋儒學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傅斯年圖書館藏清稿本），卷 17，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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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補《宋元學案》的王梓材 (?-1851) 強調「是卷謝山所特立，故梨洲、主一父

子皆無案語」。6 王梓材與馮雲濠 (1807-1855) 後撰《宋元學案補遺》，輯補〈元

城學案〉部分乃循依全祖望的歷史文獻進路，據宋人筆記並《朱子語類》言及劉安

世者補入材料。7 

《宋元學案》以及《宋元學案補遺》搜羅的文獻，豐富了我們對劉安世乃至他

所身處思想世界的認識。如前文所言，這一思想世界，在廣義上常被定性為以「道

學」或曰「求道之學」為主流的學問共同體。劉安世作為提攜二程之司馬光學生、

道學名家楊時 (1053-1135) 好友，常被認為是道學支持者。有學者更以為劉安世在

早期道學傳承中具有承先啟後的關鍵作用。8 無庸置疑，《宋元學案》以及《宋元

學案補遺》所搜羅的一些材料增進了我們對劉安世與道學關係的一些理解。但是，

這兩部文獻總集對劉氏面目的勾勒亦有明顯副作用。簡要而言，《宋元學案》將我

們對劉安世的認知囿限在以「誠」為本、敢言直諫、與程頤之學殊途而同歸幾個方

面。現今探討劉安世的幾種研究，多就上述幾方面展開立論，認為劉安世作為一位

不畏強權的舊黨言路官，在政治和學術層面，和北宋晚期道學學者屬於「同調」合

作關係。9 回到劉安世所處的歷史現場，他的政治理念、立場，以及他與程頤乃至

程頤門人關係，有著相當不同於傳統道學敘事的面貌。此外，宋史學界對現存劉安

世奏議集成《盡言集》十三卷利用不多。10 這批奏議對理解劉安世政治理念頗有

幫助。下文根據《盡言集》、《元城先生語》、《譚錄》、《道護錄》等第一手文

                                                 

6 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20，〈元城學案〉，頁 821。 
7 王梓材、馮雲濠撰，張壽鏞校補，《宋元學案補遺》，收入張壽鏞輯，《四明叢書》第 5 集（張

氏約園雕版印行本，1937），卷 20，〈元城學案補遺〉，頁 3b-6b。 
8 邱佳慧，《道學運動中的劉安世》（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 11。 
9 相對全面的劉安世研究，仍屬邱佳慧的碩士論文。此文逐項分析了劉安世的家世、師承、學術網

絡及傳承，為後來者進一步研究劉安世提供了充分基礎。其他以劉安世為題之論文，多就〈元城

學案〉的幾項基本論調立論，輔以其他相關材料，平鋪直敘劉安世思想特質和政治事功。基本上

可視為〈元城學案〉「再補遺」。略舉數例：占旭東，《《盡言集》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

學碩士論文，2006）；成鵬，《劉安世政治思想述論》（石家莊：河北大學碩士論文，2019）；

王淑梅，〈以「誠」為道：劉安世治學為政思想〉，《河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9

（天津：2021），頁 39-44。此外，連凡有兩篇專門討論〈元城學案〉的論文，涉及全祖望對劉安

世的評價。參連凡，〈論《宋元學案》對朔學的詮釋與評價──以司馬光及其弟子劉安世、范祖

禹、晁說之為中心〉，《保定學院學報》，6（保定：2017），頁 1-7；連凡，〈全祖望對司馬光

及其弟子思想的詮釋與評價〉，《焦作大學學報》，3（焦作：2018），頁 5-13。 
10 《盡言集》外，劉安世另有文集《元城集》二十卷，惜已不傳。《盡言集》版本概況，另參祝尚

書，《宋人別集敘錄》（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 553-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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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嘗試呈現道學敘事以外的劉安世形象。11 本文主標題引自劉安世好友楊時為

安世所撰祭文。文中感惜後者「道大不容」，被貶南荒。12 劉安世之「道」究竟

為何「道」？與普遍所見的道學敘事又有何不同？下文先考辨劉安世的政治理念及

官僚身分，進而論析劉安世與程頤之間的政治張力以及劉氏與程頤弟子楊時的學術

交往。這三個面向大概對應以《宋元學案》為代表的傳統道學敘事對劉安世的重點

理解。通過討論這些面向，本文希望能夠重塑道學敘事以外的劉安世。 

二、劉安世的言路官理念 

劉安世早年生涯，受舊黨元老文彥博 (1006-1097)、司馬光影響頗深。安世父

劉航 (?-1082) 與司馬光為同年進士。劉航任西京河南府監牧使時，遣子劉安世拜

入司馬光門下，與光之子司馬康 (1050-1090) 同學。13 熙寧六年 (1073)，劉安世

進士及第，調任洺州司法參軍，開始他的官宦生涯。14 熙寧六年一科，正在王安

石新政如火如荼之時。熙寧四年，在王安石主導下朝廷頒佈了貢舉新制，罷詩賦，

以經義取士。15 熙寧六年榜正是以經義取士的第一榜。劉安世作為司馬光門生得

中此榜，與當時流行的新學大氣候格格不入。元修《宋史》史官大概考慮到這一

點，傳文遂云劉安世「登進士第，不就選，從學於司馬光」之說。16 按照這一說

                                                 

11 南宋大儒朱熹在編輯《三朝名臣言行錄》時，就上述幾部語錄，加上經眼的一些劉安世「言行」

文字，做了一些摘抄。參朱熹撰，朱傑人等主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五）》，《朱子全

書》第 2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卷 81，〈跋劉元城言行

錄〉，頁 3829。朱氏摘抄的劉安世「言行」，大概皆兩宋之交坊間流傳文字。政治先設立場明

顯，史料說服力不如《諸儒鳴道集》所收的幾部語錄以及劉安世本人奏議。 
12 楊時撰，林海權校理，《楊時集》（北京：中華書局，2018），卷 28，〈祭劉器之〉，頁 743。 
13 此據劉安世自述，韓瓘錄，《劉先生譚錄》，收入佚名編，《諸儒鳴道集》，卷 52，頁 1a。 
14 劉安世並無墓誌銘或行狀傳世，最重要之生平傳記，見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之集》，《文淵

閣四庫全書》第 45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下卷 19，〈劉諫議安世傳〉，頁 11a-

14b。此傳史源應為淳熙四年 (1177) 由國史院領銜修成之重修《徽宗實錄》中的臣僚傳記。傳記

史源無法細考。但重修《徽宗實錄》修撰、檢討為大史學家李燾 (1115-1184)、呂祖謙 (1137-

1181)，所修各傳多詳實，是研究劉安世生平重要材料。至於元修《宋史》劉安世本傳，則多參考

朱熹《三朝名臣言行錄》所摘抄之安世軼事，與《實錄》文字多有不同。脫脫等，《宋史》（北

京：中華書局，1977），卷 345，〈劉安世傳〉，頁 10951-10955。元修《宋史》此傳頗有問題，

見下文。 
15 徐松輯，劉琳等校點，《宋會要輯稿》第 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選舉〉3 之

44，頁 5308。 
16 脫脫等，《宋史》，卷 345，〈劉安世傳〉，頁 10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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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劉氏因為尊崇舊黨之司馬光，所以拒絕出仕。但是，如果我們考察南宋孝宗中

期重修《徽宗實錄》所收的劉安世本傳，則知劉安世中舉後曾「調洛州司法，就辟

高陽帥幕」。17 中間因服父喪回鄉。守服完畢後，轉任河南府左軍巡判官。18 他

的早年宦途實無拒絕出仕之事。此外，《宋史》提及劉安世出仕前為文彥博賞識，

曾在其面前宣言王安石新政若不遂眾人心，其改正在「反掌間耳」。19 這一段軼

事，在重修《徽宗實錄》劉安世本傳中，也是看不到的。比較《徽宗實錄》所收劉

安世本傳以及元代官修正史，不難看出後者特別強調早年劉安世親近舊黨的形象。

這一形象在後來的書寫中屢次出現，成為了他的政治基調。20 

劉安世後來的仕官歷程，前人已有扼要論述。21 他的政治高峰時期，集中於

舊黨柄政的元祐時代。自元祐三年 (1088) 二月劉安世被擢為右正言始，一直到元

祐六年中改任樞密都承旨為止，他一直任職號稱「天子耳目」的言路官之職（右正

言—左司諫／中書舍人—左諫議大夫）。即以劉氏《盡言集》為例，其中大部分奏

文均進呈於這三年之間，尤以元祐三年二月至元祐四年六月為最。 

劉安世作為言路官而活躍的元祐時期，是在宣仁太皇太后垂簾體制下、舊黨主

導朝政的政治變革期。平田茂樹指出，元祐三年至四年之間，中樞政治歷經由司馬

光、呂公著 (1018-1089) 等元老派向劉摯 (1030-1097) 為代表的青壯派過渡的現

實。這一舊黨內部的權力轉移，除了宰執人選更替以外，以臺（御史臺）、諫（諫

院）、給（給事中）、舍（中書舍人）為代表的言路官，在這一過程中大為活躍，

成為了另一處政治核心。正如平田氏所言，以劉摯集團為代表的元祐中後期政治

史，可以視為元祐言路官的政治史。22 劉安世的政治理念與立場，需要在言路官

身分這一前提下才能準確把握。 

回到劉安世元祐三年初任言路官時的歷史語境。這一時期的劉安世，常被認為

是由京東東路、河北東路二路北方士大夫所組成的「朔黨」成員之一。黨魁是當時

                                                 

17 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 19，〈劉諫議安世傳〉，頁 11a。 
18 劉安世轉任河南府左軍巡判官時間已不可考。可以肯定的是，哲宗元祐初即位前，劉氏已任此

職。參李燾撰，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點校，《續資治通鑑長

編》（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 380，「元祐元年六月壬寅」，頁 9222。 
19 脫脫等，《宋史》，卷 345，〈劉安世傳〉，頁 10952。此條軼事出於劉安世自述，韓瓘錄，《劉

先生譚錄》，收入佚名編，《諸儒鳴道集》，卷 52，頁 5a。 
20 元明以降各種文獻，基本因襲元修《宋史》所記劉安世「登第不就選」之說，尤以地方志為最。 
21 邱佳慧，《道學運動中的劉安世》，頁 22-26。 
22 平田茂樹著，林松濤、朱剛等譯，《宋代政治結構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宋代的言路〉，頁 57-97，尤其是頁 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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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政大臣劉摯。近來研究指出，「朔黨」本身乃是相對後出的政治集團概念，建基

於兩宋之交一部可信度存疑的私人筆記之上。23 即使將「朔黨」視為廣義的劉摯

集團，從政治立場來說，這一集團內部亦可謂鬆散。24 元祐三年八月，劉安世即

遞進一奏，彈劾宰執引用親屬以為在京差遣。此奏提及時任中書侍郎的劉摯與尚書

左丞王存 (1023-1101) 雖然「未見所引私親，而二人者依違其間，不能糾正，雷同

循默」，亦應負上罪責。25 劉摯、王存以外，在元祐三年八月一奏中，劉安世所

批評之對象還包括了文彥博、呂公著、呂希純、范祖禹  (1041-1098)、呂大防 

(1027-1097)、范純仁 (1027-1101) 等舊黨元老在內。儘管劉安世將這種不良政治風

氣追溯至王安石執政的熙寧時期，但是他的實際批評對象均為元祐宰臣。 

劉安世三年八月奏中針對宰執的嚴厲批評，蘊含了他身為言官的強烈自覺。這

種自覺主要緣自他本人對熙寧以來王安石控制言路的反感。26 奏文前半部分數次

強調「祖宗」立法，本意執政大臣親戚子弟不可授內外華要之職。27 另一方面，

我們需要注意劉安世對言路官的理解異於其他同僚。劉任右正言本為呂公著或劉摯

推薦。28 按照北宋政治黨派一般運轉邏輯，首任言路官的劉安世，不至於即刻彈

劾呂公著和劉摯。然而在劉氏看來，只有人主才有提攜任官之權，私恩不能代替公

                                                 

23 即邵伯溫 (1057-1134) 撰寫、邵博 (?-1148) 整理的《邵氏聞見錄》。其中記載，「朔黨」與以程

頤為代表的「洛黨」及以蘇軾、蘇轍 (1039-1112) 兄弟為代表的「蜀黨」並列，構成元祐黨爭基

本形態。邵伯溫撰，李劍雄、劉德權點校，《邵氏聞見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 13，

頁 146。葉健孚君撰有專文，考證「朔黨」概念在北宋晚期相關文獻中的建構過程。詳參葉健孚，

〈歷史記憶的重塑：「洛蜀朔黨」考辨〉，收入《第二十屆兩岸四地歷史學研究生論文發表會論

文集：中國古代史卷》（開封：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2019），頁 246-248。 
24 平田氏已指出劉摯集團包括不少新法黨人。平田茂樹，《宋代政治結構研究》，〈宋代的言

路〉，頁 69-70。關於「朔黨」的鬆散性質，並參梁思樂，〈北宋朋黨政治研究模式的回顧與展望

──以「洛蜀朔黨爭」說法為例〉，收入蔡崇禧、鄒陳惠儀、梁思樂主編，《研宋三集》（香

港：香港研宋學會，2016），頁 47-62；梁思樂，〈朔黨與北宋元祐朋黨政治新論──以元祐五年

以前朔黨與韓忠彥、文彥博、范純仁的關係為中心〉，收入中國宋史研究會第 16 屆年會編，

《「10 至 13 世紀中國國家與社會」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宋史研究會第 16 屆年會論文集》（杭

州：杭州師範大學，2014），頁 100-123。 
25 劉安世，《元城先生盡言集》，《四部叢刊續編》第 23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卷 1，〈論差除多執政親戚〉一，頁 9b。 
26 王安石對言路的控制，參熊本崇著，馬曉地、輪田直子譯，〈權監察御史里行李定──關於王安

石的對御史臺政策〉，收入近藤一成主編，《宋元史學的基本問題》（北京：中華書局，

2010），頁 51-72。劉安世曾親言熙寧臺諫皆王安石之黨，據馬永卿錄，《元城先生語》，收入佚

名編，《諸儒鳴道集》，卷 50，頁 3b。 
27 劉安世，《元城先生盡言集》，卷 1，〈論差除多執政親戚〉一，頁 8a。 
28 《宋史》曰呂公著，《徽宗實錄》所收傳記曰劉摯。脫脫等，《宋史》，卷 345，〈劉安世傳〉，

頁 10952；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 19，〈劉諫議安世傳〉，頁 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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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在此奏貼黃部分，劉安世補充：「苟緘默不言，足以全身保祿；而今日之論遍

及柄臣，既犯眾怒，決非自安之計。但臣不敢曠職，上負陛下」。29 這幾句自白

之語，說明劉安世深明奏文可能導致的後果。但是他的自我定位，卻無涉於當時官

僚集團所習慣的朋黨人際關係，而是個人作為「天子耳目」的職責。作為言路官的

劉安世，與其說是劉摯或某一政治集團成員，毋寧說他是在貫徹言路官獨立進言的

宗旨。就此而言，認為劉安世屬於「朔黨」或是所謂劉摯集團，恐怕都不盡準

確。30 他的自我認同，乃是成為言路官表率。 

元祐三年八月一奏，體現了劉安世獨往獨來的政治理念。他在晚年與高郵士人

馬永卿的對談中，談到舊日目睹司馬光處事方針，只於「人主之前極口論列」朝廷

弊端，而從不與士大夫閒談論政。31 劉安世進奏時「遍及柄臣」，不考慮黨派政

治關係，正是受司馬光影響之處。縱觀《盡言集》所收劉安世元祐時期各種論奏，

彈劾對象既有蔡確  (1037-1093)、章惇  (1035-1105)、王子韶  (?-1098)、謝景溫 

(1021-1097) 等廣義之「新黨」官僚，亦有胡宗愈 (1029-1094)、范純仁、王存、范

育 (?-1095)、李常 (1027-1090) 等傳統被歸類為舊黨的士大夫。 

史家常以劉安世元祐四年連上十數奏極論蔡確車蓋亭詩案，以茲證明劉安世屬

於廣義層面的舊黨成員。但是，早至元祐三年四月，劉安世亦曾連續論奏胡宗愈不

當除尚書右丞。胡氏熙寧年間反對王安石擢用李定 (?-1087) 壟斷言路，被貶真

州，可以說是恪守氣節的舊黨官僚典範。劉安世在彈章中亦承認「宗愈頃在先朝，

粗能修飭」。32 元祐舊黨得勢後，胡宗愈得到重用，由中書舍人、給事中進為御

史中丞，達到了言路官系統頂點。33 然而在劉安世看來，胡氏在神宗朝雖然「頗

有可稱」，但在哲宗元祐時期卻背公徇私，薦用妻族親戚丁隲。34 丁隲在熙寧新

法年間不肯任職，大為呂公著、司馬光所稱許，屬於舊黨人。35 胡宗愈向司馬光

推薦丁隲之時，司馬光且云：「士大夫無不登光門者，而隲不來，真自重之

                                                 

29 劉安世，《元城先生盡言集》，卷 1，〈論差除多執政親戚〉貼黃，頁 11b。 
30 劉安世在劉摯死後為其文集撰序，常被認為是與劉摯關係密切的證明。然而序文主體均圍繞劉摯

公職而發揮，關於二人交誼部分只有起首寥寥數語，並無長期交遊的充分證據。見劉摯撰，裴汝

誠、陳曉平點校，《忠肅集》（北京：中華書局，2002），〈原序〉，頁 666。 
31 馬永卿錄，《元城先生語》，收入佚名編，《諸儒鳴道集》，卷 50，頁 1a。 
32 劉安世，《元城先生盡言集》，卷 3，〈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一，頁 1b。 
33 脫脫等，《宋史》，卷 318，〈胡宗愈傳〉，頁 10370。 
34 劉安世，《元城先生盡言集》，卷 3，〈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二，頁 3b。 
35 事見呂公著《掌記》並蔣之奇  (1031-1104) 撰〈丁隲墓誌〉，轉引自李燾，《續資治通鑑長

編》，卷 402，「元祐二年六月戊申」，頁 9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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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36 同為司馬光所看重的劉安世，卻以為胡宗愈推薦丁隲乃出於「歸惠於

己」的私心。胡宗愈另外推薦文彥博孫婿李慎由，出於舊黨相族門戶。劉安世亦認

為李氏「苟徇權貴」，有違「公議」。37 

劉安世批評胡宗愈之時，提到胡氏曾為新黨黨魁蔡確所引用，且在擔任御史中

丞期間無意彈劾蔡氏與章惇。這一批評並不足以說明劉安世以胡為新黨。同奏中他

更加強調的是胡宗愈與舊黨元老呂公著、文彥博的姻親與薦引關係。38 尤其值得

注意，在其中一次彈章中，劉安世引用了先朝神宗皇帝手詔批付中書「宗愈自領言

職，未嘗存心朝廷治道，凡進對論事，必潛伏姦意，含其事情，旁為邪說，以私托

公」數語。39 這幾句話，本出於熙寧三年六月神宗與王安石、曾公亮 (999-1078) 

議政之時，王安石厭煩胡宗愈屢次批評新法，遂奏請神宗御批中書，加重貶詞，以

張其罪。40 司馬光的私人日記也記錄了這件事，且以為這幾句「御批」實乃呂惠

卿 (1032-1111) 所作。41 無論「御批」作者屬誰，劉安世以熙寧流行的政治話語

批評胡宗愈，可見他的批評重心無關於「新」、「舊」黨爭，而是主要針對士大夫

「觀望迎合之迹」。42 不管新黨還是舊黨，只要有聯群結黨形跡，都會成為劉安

世彈劾對象。即使胡宗愈為呂公著、文彥博甚至恩師司馬光所薦引，劉安世仍一再

堅持彈劾胡氏。43 時傳劉氏有云：「惟願士大夫有此名節，而不願士夫立此門

戶」。44 此語是否實出於劉安世之口，難以確考。但說劉氏任職言路時重「名

節」而輕「門戶」，可謂的論。 

在彈劾胡宗愈一事上，亦有其他數位言官如孫覺 (1028-1090)、趙挺之 (1040-

1107)、楊康國等與劉氏共同進退。這些言官均為胡氏所提拔，其因公忘私、彈劾

胡氏之舉，構成了劉氏所稱的「公議」。有學者認為，劉安世所重視的「公議」以

言路體系為基礎，亦容易異化為少數言路官員所壟斷的專斷型「橫議」，反而破壞

了「公議」原來追求的大公至正精神。言路官甚至可能被某些政治團體利用成為攫

                                                 

36 同前引。 
37 劉安世，《元城先生盡言集》，卷 3，〈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二，頁 4a。 
38 同前引，〈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八，頁 14b、15b。 
39 同前引，〈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二，頁 4b。 
40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12，「熙寧三年六月丙戌」，頁 5159。 
41 司馬光日記轉引自同前引，頁 5160。 
42 劉安世，《元城先生盡言集》，卷 3，〈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二，頁 4b。 
43 劉安世彈奏中沒有直接提及司馬光。但據太皇太后高氏所述，司馬光實為早期引薦胡宗愈的有力

大臣之一。參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411，「元祐三年五月癸亥」，頁 10004。 
44 安世語轉引自南宋林駧所編科考用書。林駧編，《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臺北：新興書局，

1970，明末翻刻元圓沙書院本），卷 4，「君子」，頁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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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利益的工具。45 其實劉安世本人已然警覺到這一問題。與彈劾胡宗愈同時，劉

氏在元祐三年另有一次彈奏，由於涉及道學宗師程頤，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尤顯特

出。下文細加分梳。 

三、劉安世與程頤之間的政治張力 

元祐三年五月，與彈奏胡宗愈同時，時任右正言的劉安世連上九奏彈劾考功員

外郎歐陽棐 (1047-1113)，指責歐陽棐差除著作郎兼實錄院檢討不當。歐陽棐乃名

臣歐陽修之子，生平大略可參畢仲游 (1047-1121) 所撰〈歐陽叔弼傳〉。46 他承

受家學，詞章表奏文字甚佳，在同輩中令譽頗高。47 哲宗親政及徽宗重推新政時

期，歐陽棐均因所謂「黨附」元祐大臣而遭黜降。48 劉安世彈劾歐陽，曰其交結

執政，取悅權門。考歐陽棐治平四年 (1067) 中進士後，並無鑽營之事，於官祿且

多推卻。49 劉安世連番上奏抨擊，主要是因為歐陽棐與胡宗愈屬於姻親，安世認

為二人結黨營私。50 此外，歐陽棐、胡宗愈，以及上文提及另一位由胡氏推薦的

丁隲，皆出於歐陽修門下。51 劉安世與歐陽修雖無直接關係，然而其師司馬光與

歐陽修在宋英宗「濮議」討論中一為言官，一為執政，立場迥異，爭執不斷。安世

元祐三年連番彈劾歐陽修門人，亦可視為北宋中葉以來、言路官針對執政集團干涉

                                                 

45 張建坤，《元祐學術群體的政治思想研究》（長沙：湖南大學博士論文，2019），頁 174-186。 
46 畢仲游，《西臺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2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6，〈歐陽叔弼傳〉，頁 26b-33a。 
47 元祐七年歐陽棐升任禮部員外郎後，亦曾積極參與當時朝廷禮制討論，尤其是南北郊合祭分祭之

禮。同前引，頁 29b-30a。據歐陽棐自述，他對宗祀大禮的理解乃源自其父歐陽修所修《新唐書．

禮樂志》。 
48 徐松輯，《宋會要輯稿》第 8 冊，〈職官〉67 之 22，頁 4859。徽宗崇寧二年 (1103)，歐陽棐名

列元祐姦黨，成為元祐黨人碑中人。同前引，〈職官〉68之 9，頁 4877。 
49 畢仲游，《西臺集》，卷 6，〈歐陽叔弼傳〉，頁 29b-30a；龔延明、祖慧，《宋代登科總錄》第

2 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頁 1003。呂希哲評價歐陽棐「最為靜默」，不解劉

安世何以針對其人。呂本中撰，韓酉山輯校，《呂本中全集》第 3 冊（北京：中華書局，

2019），《童蒙訓》，卷中，頁 994。 
50 劉安世，《元城先生盡言集》，卷 1，〈論差除多執政親戚〉一，頁 9b。 
51 丁隲為嘉祐二年 (1057) 進士，正是歐陽修知貢舉、大變文風的一年。丁隲與胡宗愈、蔣之奇、張

巨，號為四友，曾學《易》於歐陽修。參史能之編修，《咸淳昆陵志》，收入中國地志研究會

編，《宋元地方志叢書》第 6 冊（臺北：大化書局，1990，明崇禎十一年 (1638) 刊本影印本），

卷 17，「人物」，頁 12a-12b。故此，胡、丁、張在《宋元學案》中皆被歸類為歐陽修門人。黃宗

羲，《宋元學案》，卷 4，〈廬陵學案〉，頁 20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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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路的一次集中體現。   

尤其重要者，劉安世的彈奏不僅針對歐陽棐，更涉及元祐初年某些中下層官僚

交結執政的普遍現象。劉安世認為，這批官僚象徵了朝局大變時官僚系統中的投機

者。除了交結執政權門，這批投機者還具有「陰邪附會」的特色，故而稱為「五

鬼」。52 劉安世針對「五鬼」最著名的一句批評曰：「士大夫出入執政之門者比

比皆是，何嘗盡得鬼名？惟其陰邪潛伏，進不以道，故此五人獨被惡聲」。53 被

點名的「五鬼」除歐陽棐外，還有畢仲游、孫朴、楊國寶 (?-1094)，以及道學宗師

程頤。由於程頤後世的聲望，且劉安世被認為屬於親近「道學」的士大夫，元祐

「五鬼」之說成為了早期道學史中的一道難題。道學大家朱熹在與弟子包揚對話

中，含糊批評劉安世「見識有病。……故伊川一向被他論列」。54 然而劉安世論

列程頤的「見識」究竟由何而來？ 

要解答上述問題，不妨先考察「五鬼」之說背景。「五鬼」之名，本出於道教

星宿命理之說，唐代高道杜光庭 (850-933) 九宮、九曜醮詞多見此名。55 唐宋以

降，此詞逐漸被用來諷喻投機官僚。南唐李景 (r. 943-961) 時，吳人以馮延巳 

(903-960)、馮延魯、陳覺 (?-959)、魏岑、查文徽聯群結黨，壟斷朝政，號為「五

鬼」。56 後蜀後主孟昶 (r. 934-965) 好文學，歐陽炯 (896-971)、韓琮、閻選、毛

文錫、鹿虔扆以工小詞而得以進用，亦號「五鬼」。57 入宋以後，宋真宗時有王

欽若  (962-1025)、丁謂  (966-1037)、劉承珪（又名承規，949-1012）、陳彭年 

                                                 

52 朝臣中反對「五鬼」之說者，可參元祐二年九月侍御史王覿一奏，以及元祐三年三月左正言丁隲

一奏。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405，「元祐二年九月庚申」，頁 9867；卷 409，「元祐

三年三月癸亥」，頁 9955。 
53 劉安世，《元城先生盡言集》，卷 1，〈論歐陽棐差除不當〉八，頁 21b。 
54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130，「自熙寧至靖康用

人」，頁 3107。根據黎靖德本書前〈朱子語錄姓氏〉一表，知朱子與包揚對談集中於孝宗淳熙十

年至十二年 (1183-1185)。此條談話即發生於這二年之間，後被蔡杭採入饒州刊印的《朱子語後

錄》之中（黎本《語類》簡稱為《饒後錄》。此錄共二十六卷，淳祐九年 (1249) 刊行）。筆者翻

查更早時期由黃士毅所編《朱子語類》，即眉州刊行之《蜀類》，並無此條與包揚之對談。考黃

士毅本《蜀類》刊行於嘉定十二年 (1219)，時《饒後錄》尚未刊印，黃本不可能採入此條。黃本

相關內容，參黃士毅編，徐時儀、楊艷彙校，《朱子語類彙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卷 130，「自熙寧至靖康用人」，頁 3099-3133。關於黃本《蜀類》版本流傳及價值，參

同前引，〈前言〉，頁 23-42。 
55 董誥等編，孫映逵等點校，《全唐文》（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卷 936-938，頁 5747-

5761。 
56 歐陽修，《新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62，〈李景傳〉，頁 770。 
57 吳任臣撰，徐敏霞、周瑩點校，《十國春秋》（北京：中華書局，2010），卷 56，〈鹿虔扆

傳〉，頁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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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1017)、林特 (?-1026) 等高級官僚專政，時號「五鬼」。58 其中除劉承珪為

內臣外，王、丁、陳、林都曾擔任中書門下並樞密院等兩府要職。宋仁宗慶曆變法

時，歐陽修彈劾翰林學士李淑  (1002-1059)，斥其黨附呂夷簡  (979-1044)，在

「『三尸』、『五鬼』之數」。59 這一以交結執政為「鬼」的修辭用法，已非常

接近劉安世元祐三年奏章中的語境。 

考察元祐「五鬼」背景，的確有幾位出身於執政大臣家庭。歐陽棐為歐陽修之

子，前文已有述論。畢仲游是真宗朝名相畢士安 (938-1005) 之孫。孫朴乃孫固 

(1016-1090) 之子，其父元豐初年曾任同知樞密院事，為西府大臣。此外，歐陽棐

亦為孫固姻親。60 楊國寶為呂公著外甥，61 曾從邵雍讀書，亦與程頤交好。62 元

祐元年六月，舊黨執政不久，尚書右僕射呂公著馬上舉薦了畢仲游和孫朴，時任同

知樞密院事的范純仁同時進薦楊國寶。朝廷詔令各人赴闕，令試翰林學士院。63 

劉安世為司馬光所薦，也在元祐初年這一次大規模起用人材中。這是劉安世與「五

鬼」第一次在朝廷中同框出現。到了元祐三年，呂公著、孫覺、范純仁、王存等大

臣再次交相薦引「五鬼」，加以胡宗愈的關係，引起了劉安世關注。在特立獨行的

劉安世看來，「五鬼」的人際網絡牽扯到眾多執政大臣，自然具有結黨營私的危

險。他在攻擊歐陽棐奏文中，所論「徒藉閥閱，陰邪朋黨，交結執政子弟」諸語，

乃針對元祐元年至三年這數年間、「五鬼」通過執政人際網絡得以不斷進用之事

實。64 

但是，「五鬼」之中，程頤並非執政直屬子弟，亦非進士出身，而是白衣士

人。劉安世針對程頤的理由還需要從其他方面來解釋。首先，呂公著等執政元祐元

                                                 

58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78，「大中祥符五年九月戊子」，頁 1788。張維玲已留意到真宗

「五鬼」問題，並指出「五鬼」分為禮儀派和財政派，前者才是宋真宗一系列神道設教的推動

者。張維玲，《從天書時代到古文運動：北宋前期的政治過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

心，2021），頁 116-124。 
59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43，「慶曆三年九月丙子」，頁 3448。 
60 劉安世，《元城先生盡言集》，卷 1，〈論歐陽棐差除不當〉八，頁 21b。 
61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413，「元祐三年八月辛丑」，頁 10045。 
62 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 20，頁 224；朱熹，《伊洛淵源錄》，《四庫善本叢書初編》第 315

冊（新北：藝文印書館，1965，影印中央圖書館藏明本四庫善本叢書），卷 7，頁 6b-8a。洛陽偃

師商城博物館新近徵集到一方墓誌，誌主為程頤早年門生劉絢，其篆蓋者即楊國寶，可見程、楊

之親近。相關資訊，參羅火金、鄧新波、黃吉軍，〈北宋理學家劉絢墓志考釋〉，《洛陽考

古》，3（洛陽：2021），頁 82。 
63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80，「元祐元年六月壬寅」，頁 9222-9223。 
64 劉安世，《元城先生盡言集》，卷 1，〈論歐陽棐差除不當〉四，頁 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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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薦舉「五鬼」其他成員之前，元豐八年 (1085) 十一月，呂氏已與司馬光共同推

薦程頤，稱許其學行堪為真儒，程頤乃以布衣身分被擢為西京國子監教授。65 在

劉安世眼中，自元豐末年以來，以呂公著為中心逐漸形成一個權閥集團，程頤亦在

其中。南宋晚期俞文豹在其筆記《吹劍錄》中提到道學黨禁之始，緣因元祐時程頤

「出入呂申公之門」，導致孔文仲 (1037-1087) 等言路官將其視為「呂門五鬼之

魁」。66 其實早在熙寧八年十月，程頤已為呂公著作書上神宗皇帝以論星變政

事。67「五鬼」或為呂公著所推薦，或為其親屬。而公著在程頤白身時已青眼有

加，乃以重要奏文相託。「五鬼」這一人際網絡既以呂公著為中心，而程頤與其相

識甚早，這大概是劉安世反感程頤的直接理由。 

更令劉安世警惕者，乃是執政以外不少言路官同僚對程頤不遺餘力的支持。元

祐二年八月，左諫議大夫孔文仲專奏彈劾程頤在朝時常交結言路。此條材料切要，

茲詳引如下： 

臣訪聞頤有家不及治，有祿不及養，日跨匹馬，奔馳權利，徧謁貴臣，

歷造臺諫。其謁貴臣也，必暗竊重輕之意，出以語人，收為私恩，及有

差除，若合符節，是以人皆憚懼之，而又深德之。其造臺諫也，脅肩蹙

額，屏人促席，或以氣使，或以術動，今日當論列某事，異時當排擊此

人。而臺諫之中，嘗有儔類竭盡死力，如朱光庭、杜純、賈易之流是

                                                 

65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61，「元豐八年十二月丁巳」，頁 8649。司馬光薦語見司馬

光，《傳家集》，《四部叢刊初編縮本》第 4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卷 49，〈與

晦叔同舉程頤〉，頁 372。 
66 俞文豹撰，張宗祥校訂，《吹劍錄全編》（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吹劍四錄》，頁

95。南宋史學家李心傳 (1167-1243) 疑孔文仲「五鬼之魁」語有誤。見李心傳撰，程榮秀刪補，

《道命錄》，《續修四庫全書》第 51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清影元抄本影印），卷 1，〈孔文仲劾伊川先生疏〉，頁 6a。據蔡涵墨先生研究，《道命錄》有

李心傳原本（《永樂大典》殘本）與元代程頤後人程榮秀  (1263-1333) 刪補本之別。Charles 

Hartman, “Bibliographic Notes on Sung Historical Works: The Original Record of the Way and Its 

Destiny (Tao-ming lu) by Li Hsin-ch’uan,”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30 (2000), pp. 1-61. 此條李心

傳按語，二本論「五鬼」處均同，當出於李心傳原文。不過，孔文仲確曾嚴厲批評程頤，詳參下

文。程頤為「五鬼」魁首說法並見邵博撰，劉德權、李劍雄點校，《邵氏聞見後錄》（北京：中

華書局，1983），卷 22，頁 170。 
67 程顥、程頤著，王孝魚點校，《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河南程氏文集》，卷 5，

〈代呂公著應詔上神宗皇帝書〉，頁 529-532。李燾考證，呂公著最後自己另撰奏文，而不用頤

奏。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269，「熙寧八年十月丁巳」，頁 6617。然而此奏據星變批

評新法，關係天下大政。呂公著先以付程頤作書，足見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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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臣居京師近二年，頤未嘗過臣門；臣比除臺諫官，頤即來訪臣，先

談賈易之賢，又賀與易同官，遂語及呂陶事，曰：「呂陶曾補司諫，命

已久閣，今聞復下，何也？如此，則賈明叔必不安職矣。」明叔者，指

賈易字也。臣答曰：「何以言之？」頤曰：「明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

已數日矣。今陶設為司諫，明叔畏義知恥者也，言既不行，其辭去決

矣。公能坐觀明叔之去乎？」臣曰：「將如之何？」頤曰：「此事在公

也，公之責重也。」推頤之言，必是與陶有隙，又欲諷臣攻陶助易也。68 

孔文仲針對程頤的批評主要分為「徧謁貴臣」和「歷造臺諫」兩部分。尤其是「歷

造臺諫」，上述引文有非常生動的描繪。據孔文仲自述，他擔任言路官後，程頤即

來訪討論諫院人事安排，極論助賈易而去呂陶 (1031-1107) 之必要。賈易以外，孔

奏中提及的朱光庭 (1037-1094) 本為程頤及其兄程顥弟子，元豐末年時已屢薦程頤

入朝。69 朱熹所編《河南程氏外書》卷一、卷二諸條，原本即為朱光庭抄錄、問

學二程之語。70 程頤自元祐元年三月起擔任崇政殿說書，為宋哲宗講讀經筵，亦

由朱光庭推薦。71 元祐初期，另一名言路官左司諫王巖叟 (1043-1093) 也曾多番

推薦程頤，推舉奏文中甚至有「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的評價。72 

綜合上述材料，可以看出自元祐元年程頤入朝前後，有一批當朝言路官與程頤

有著相當親近的私人關係。這些言路官包括時任左正言朱光庭、左司諫王巖叟、右

司諫賈易、侍御史杜純 (1032-1095) 等在內。左右正言、左右司諫都是元豐改制後

的正職諫官，分隸中書、門下兩省，專責諫奏君主、批評政事、彈議百官，是作為

                                                 

68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404，「元祐二年八月辛巳」，頁 9830。 
69 同前引，卷 369，「元祐元年閏二月丙午」，頁 8910；卷 365，「元祐元年二月辛未」，頁

8773。並見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 92 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卷 2010，

朱光庭〈乞以程頤為講官奏〉，頁 366。元豐八年程顥過世後，朱光庭作為主要弟子，亦曾撰寫追

悼文字。程顥、程頤，《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附錄，〈門人朋友敘述並序〉，頁 331-

332。 
70 程顥、程頤，《二程集》，《河南程氏外書》，卷 1，〈朱公掞錄拾遺〉，頁 351-359；卷 2，

〈朱公掞問學拾遺〉，頁 360-365。 
71 朱光庭首薦程頤一奏，李燾據呂大防《政目》，繫日為元祐元年二月十二日。李燾，《續資治通

鑑長編》，卷 369，「元祐元年閏二月丙午」，頁 8910。關於程頤任職經筵經過，參吳國武，

〈程頤入侍經筵考──兼談朱熹的講讀活動及程朱系譜的形成〉，收入陳來、朱傑人編，《人文

與價值：朱子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暨朱子誕辰 880 周年紀念會論文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

社，2011），頁 98-112。 
72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69，「元祐元年閏二月丙午」，頁 8910。朱熹併將王氏此奏抄

入〈伊川先生年譜〉。程顥、程頤，《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附錄，頁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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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耳目」的言路官代表。73 元祐初年，包括左右諫議大夫、左右正言、左右

司諫在內的正職諫官，有一半處於程頤交遊網絡之內。而時任左諫議大夫的鮮于

侁，亦曾向程頤問學。74 換言之，程頤出仕之時，出身改制前諫院系統的六位正

職諫官，除了右諫議大夫孫覺、右正言王覿 (1036-1103) 無明顯偏向外，有四位均

親近程頤。 

私人關係以外，更重要的是，這批與程頤親近的言路官在政治理念與立場方面

亦有與程頤互通聲氣之嫌。前述王巖叟、朱光庭等屢薦程頤，自不待言。元祐元

年，程頤與蘇軾 (1037-1101) 兄弟交惡，支持雙方的言路官發生衝突，王、朱借蘇

軾所撰館策試題一事發難，累章彈奏。75 時任殿中侍御史的呂陶就曾提出，許多

士大夫認為「程頤與朱光庭有親，而蘇軾嘗戲薄程頤，所以光庭為程頤報怨而屢攻

蘇軾」。76 呂陶之說可能有誇張失實之處。但是朱、王等言路官與程頤政治立場

之互為呼應，卻是事實。同理，元祐二年七月杜純、賈易力劾呂陶，朝論亦有「賈

易為程頤之黨，則士大夫無不知之」之說。77 換言之，在元祐元年程頤入朝前

後，朝中確有輿論，認為圍繞程頤正在形成一個以言路官尤其是諫院官員為主的黨

派小團體。由於這一團體內部存在著私人交誼與政治理念的雙重紐帶，其引人側目

也就不足為奇了。78 瞭解到這一背景，我們就可以理解孔文仲為何在元祐二年八

                                                 

73 北宋元豐改制前後諫院職能、員額變化較為複雜，學界意見不一。此處主要參考刁忠民、虞雲國

兩先生說法。參刁忠民，《宋代臺諫制度研究》（成都：巴蜀書社，1999），頁 115-127；虞雲

國，《宋代臺諫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頁 19-38。 
74 問學一條參程顥、程頤，《二程集》，《河南程氏外書》，卷 7，〈胡氏本拾遺〉，頁 395-396。 
75 事詳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93，「元祐元年十二月壬寅」，頁 9564-9573。程頤、蘇

氏兄弟黨爭始末，前人研究甚夥，參漆俠，《宋學的發展和演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2），頁 488-492；羅家祥，《朋黨之爭與北宋政治》（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頁 146-171；王曾瑜，〈洛、蜀、朔黨爭辨〉，收入吳榮曾等，《盡心集：張政烺先生八十慶壽論

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頁 351-369；張曉宇，〈從黃隱事件再論元祐初期

政局與黨爭〉，《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66（香港：2018），頁 13-19；Ari Daniel Levine, 

Divided by a Common Language: Factional Conflict in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ʻi Press, 2008), pp. 99-125; Ari Daniel Levine, “Che-tsung’s Reign (1085-1100) and the Age of 

Faction,” in Denis Twitchett and Paul Jakov Smith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5, 

Part 1: The Sung Dynasty and Its Precursors, 907-127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484-531. 
76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393，「元祐元年十二月壬寅」，頁 9568。 
77 同前引，卷 403，「元祐二年七月乙丑」，頁 9816。 
78 當然，就實質而言，不宜過分誇張程頤在當時高層政治中的影響力。朝論所指責的程頤之黨，亦

可能隸屬於一個更大的政治團體，比如呂公著、司馬光之舊黨。朝論與政治現實之間存在著實質

距離，這是我們應當注意的。此點觀察筆者受匿名審查人啟發，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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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一奏中，反覆強調程頤「歷造臺諫」之事。79 程頤本來就與不少諫官交好，而

又私下造訪孔氏，以求呂陶求職。這一舉措，具有強烈的黨派排他性質。孔奏中論

程氏造臺諫時「或以氣使，或以術動，今日當論列某事，異時當排擊此人」，正是

劉安世元祐三年奏中批評程頤「陰邪潛伏」一語注腳。 

劉安世以「陰邪潛伏」批評程頤自然有他的偏見。元祐初年，程頤聲名大行於

天下。劉氏本師司馬光首薦程頤。在這種大環境下，與程頤親近的言路官支持程

頤，亦可用「內舉不避親」加以解釋。然而劉安世堅守言路制度，憂心程頤「交結

言路」的先例會影響相關官員監察人事的「公議」立場，導致他以程頤為陰邪之

「鬼」。而另一條劉安世厭惡程氏的理由，則需要從「進不以道」這四字批評來理

解。 

元祐元年三月程頤入侍經筵後，即以「得君行道」為己任。在正式任職以前，

程氏在論經筵劄子中已自許「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80 在元祐元年三月到

二年八月短短一年多以內，程頤提出了許多一新耳目的意見，尤其力倡改革經筵和

太學國子監制度。但是，由於程氏銳意挑戰經筵慣例，加上他在朝政其他方面的一

些議論，招致許多朝臣不滿。後來長遠影響南宋政局的道學家與官僚集團之角力，

其兆始於此時。81 上文提到與劉安世有舊的劉摯，此時也專呈進奏批評程頤。82 

程頤驟躋顯位，高倡經筵改革，恢復坐講、夏天不罷講等「舊禮」，以儒家士人之

師道尊嚴限制君主權威，這在當時一些大臣看來誠可謂不切實際。據劉安世晚年回

憶，首薦程頤的司馬光在某次對談中提到人臣進諫君主之禮，即以程頤經筵諫哲宗

折柳事為反面教材。司馬光言道：「使人主不欲親近儒生者，正為此等人也」。83 

這一條材料中司馬光只以「老儒」指稱程頤。另一次追憶中，劉安世提到：「元祐

中，閒見君實，已深不喜正叔，君實亦作俚語曰：『幾時教你如此崛起來？待陽遷

                                                 

79 據孔奏所言，程頤造訪其門在元祐二年五月右遷左諫議大夫以後。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 401，「元祐二年五月戊辰」，頁 9761。此時距離程頤同年八月外放出京只有數月之差，在元

祐黨爭的大氣候影響下，朝廷已經開始清理親程頤的政治勢力。參張曉宇，〈從黃隱事件再論元

祐初期政局與黨爭〉，頁 13-19。 
80 程顥、程頤，《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 5，〈論經筵第三劄子〉，頁 540。程頤「得君

行道」之心態分析，參張曉宇，〈理學與皇權──兩宋之際「聖學」觀念的演變〉，《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2.4（臺北：2021），頁 666-667。 
81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11），頁 456-

848。 
82 張曉宇，〈從黃隱事件再論元祐初期政局與黨爭〉，頁 14-15。 
83 馬永卿錄，《元城先生語》，收入佚名編，《諸儒鳴道集》，卷 49，頁 6b。晚年劉安世對司馬光

針對程頤之批評，仍「嘆息久之」，可見記憶之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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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居舍人，與罷了經筵。』」84 可見程頤入侍經筵後的激進姿態，連曾經推薦他

的司馬光都不能忍受。 

元祐中司馬光與劉安世談話裡透露「深不喜正叔」，主要是因為程頤經筵講習

時對待哲宗過分嚴肅，使年輕的哲宗畏懼儒生，進而反感儒學。司馬光評價中的

「崛起」二字，尤其反映了朝中官僚針對程頤的一種普遍心態。這種心態，用劉安

世批評「五鬼」的話來說，正是「進不以道」。在彈章中，劉安世以歐陽棐為代

表，提出歐陽百日之內升遷三次，超逾常規而開小人僥倖之門。85 劉氏曾目睹熙

豐新貴扶搖直上，晚年曾親口提及王安石之大害在開小人僥倖一路。86 他對士人

通過超遷「崛起」之路，向來不齒。彈章中所用「進不以道」四字，正是北宋中期

以來批評士人或士大夫僥倖進用的習見政治術語。87 劉安世元祐初目睹程頤入主

經筵的崛起過程，聯想熙豐政治之進用小人，「進不以道」之批評，可謂有的放

矢。 

經過以上梳理，劉安世批評「五鬼」所謂「陰邪潛伏，進不以道」者，在元祐

初年歷史語境下皆有所實指。就制度邏輯而言，劉安世以言路官為朝官骨幹，認為

「天下清德名望骨鯁之士」當為臺諫，抑制宰執權力。88 而程頤以己身所任之經

筵與宰執對舉，倡議經筵才是天下重任。由於經筵制度的特殊性，白身士人亦有機

會通過個人聲望成為帝王講讀。程頤任講讀時，自尊以為帝師，他的經筵改革雖不

成功，客觀上還是啟發了後人進一步利用經筵影響帝心的可能性。程頤以降的道學

家尤善利用經筵制度，不少程門後學如楊時、邢恕、胡安國 (1074-1138)、尹焞 

(1071-1142)、王蘋 (1082-1153) 等，都曾擔任講讀。89 朱熹說劉安世批評程頤是

                                                 

84 此條據李燾言出自呂本中所撰筆記《紫微雜說》，引自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404，「元

祐二年八月辛巳」，頁 9831。查今本《紫微雜說》（筆者所用為《全宋筆記》版本），不見此

條，李燾所見《紫微雜說》當出別本。呂本中，《紫微雜說》，收入朱易安主編，《全宋筆記》

第 3編第 6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 
85 劉安世，《元城先生盡言集》，卷 1，〈論歐陽棐差除不當〉八，頁 23b。 
86 馬永卿錄，《元城先生語》，收入佚名編，《諸儒鳴道集》，卷 49，頁 3b。 
87 「進不以道」作為專用政治術語，略舉兩例：仁宗朝名相劉沆 (995-1060)，時有「進不以道」之

譏。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 184，「嘉祐元年九月癸卯」，頁 4448。此說所指，乃是劉

沆進用參知政事時為仁宗寵妃張貴妃所薦一事，事見同前引，卷 170，「皇祐三年三月已未」，頁

4084。另一例出於劉摯彈劾章惇奏章，其云章惇附會王安石，「進不以道」，以僥倖進用。見劉

摯，《忠肅集》（中華書局本），附錄一，〈劉摯奏議遺稿〉，頁 600。 
88 馬永卿錄，《元城先生語》，收入佚名編，《諸儒鳴道集》，卷 51，頁 1b。 
89 相關研究，參吳國武，〈程頤入侍經筵考〉，頁 109-112；Cheung Hiu Yu, “Consolidation of the 

‘Cheng School’: Yang Shi and Yin Tun in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 Asia Major, Third Series 34.1 

(2021), pp. 136-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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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只見得祖宗有典故，才有不合，便道不是」。90 此說得之而論有未盡。在

循科舉正途入仕的劉安世看來，91 程頤以經筵為天下重任，兼而交結言路，不僅

是對既有官僚系統的挑戰，更重啟熙豐以來小人弄權干政的僥倖之門。這才是劉安

世批評程頤「陰邪潛伏，進不以道」的真正用心。 

四、晚年劉安世與楊時的學術交織 

就現存史料來看，元祐以後，劉安世與程頤並無交集。哲宗親政不久，重開新

法。作為舊黨元老司馬光愛徒，從哲宗紹聖至徽宗政和，十數年間劉安世歷經政治

打壓，終與程頤並列「元祐黨人」，成為朝廷罪臣。92 崇寧年間，蔡京 (1047-

1126) 主政下劉安世連續謫貶，最後勒停峽州管。93 大觀元年 (1107) 九月，在

壓抑的政治氣氛中，程頤離世。大觀四年，朝廷對劉安世的監管才稍微放鬆。時安

世已年邁六十，以承議郎從七品之卑階，放還較近帝都的應天府（河南商丘，北宋

之南都）。94 晚年的劉安世，雖以謫官身分客居應天府，卻仍不避當時政治忌

諱，經常與來往士人和士大夫談論。朱熹對此有生動之描述：「元城在南都，似箇

銀山鐵壁，地又當往來之衝。過者必見，歷歷為說平生出處，無小回護。群小雖睥

睨，不敢動著他」。95 在當時政治環境下，過往者訪問劉安世自需承擔一定風

險。然而由於劉氏聲望極高，「田夫野老，市井細民，以謂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

如過泗州不見大聖」。96 即使是待罪謫官之身，來訪劉安世的士人學者仍絡繹不

                                                 

90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30，「自熙寧至靖康用人」，頁 3107。 
91 劉安世對北宋科舉的看法，參馬永卿錄，《元城先生語》，收入佚名編，《諸儒鳴道集》，卷

51，頁 4a-4b。 
92 劉安世自承名列總數七十八人的「元祐黨人」之一員，見胡珵錄，《道護錄》，收入佚名編，

《諸儒鳴道集》，卷 53，頁 4b。元祐黨籍具體人數和黨人姓名，南宋初已有爭議。紹興四年 

(1134)，吏部侍郎陳與義 (1090-1138) 就曾提出尋訪黨籍真本，以為黨人平反。徐松輯，《宋會要

輯稿》第 5 冊，〈職官〉76之 46，頁 5122。時任給事中張綱 (1083-1166) 曾提出徽宗時有兩本黨

人碑記，一本計九十八人，一本計三百零九人。前者為崇寧年間的早期版本，則近於劉安世所見

名單。見張綱，《華陽集》，《四部叢刊三編》第 466 冊（上海：上海書店，1936），卷 18，

〈看詳元祐黨人狀〉，頁 8b。三百零九人本黨人名單見程榮秀本。李心傳，《道命錄》，卷 2，

〈元祐黨籍碑〉，頁 4b-7a。 
93 杜大珪，《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 19，〈劉諫議安世傳〉，頁 14a。 
94 脫脫等，《宋史》，卷 345，〈劉安世傳〉，頁 10954。 
95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30，「自熙寧至靖康用人」，頁 3125。 
96 朱熹撰，朱傑人等主編，《八朝名臣言行錄》，《朱子全書》第 12 冊，《三朝名臣言行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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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元城先生語》、《譚錄》、《道護錄》這三部現存的劉安世對話集，都是他

寓居應天府時與學者們的對談錄。97 此外，劉安世受劉摯之子劉跂所託，為劉摯

文集作序亦在此時。98 謫居並沒有影響到劉安世的人際交往。他與程頤弟子楊時

的相遇，也正是發生在這一時期。 

劉安世與楊時相遇，最早可追溯到政和元年。當時楊時受任杭州蕭山知縣，由

京師赴任途中經過應天府。元年二月三日，楊時到達南都，拜訪劉安世。彼時楊為

五十九歲，劉六十二歲，可謂平輩。二月三日一見後，四日劉安世即回訪楊時。八

日劉安世再宴請楊時。99 數日之間，劉、楊已相見數次，頗為投契。契合之緣

由，固然有名望因素在內，但更重要的還是學術原因，亦即二人對《易》學的共同

追求。 

劉安世之《易》學，自然有師承淵源：其師司馬光所著《易說》以史釋

《易》，強調以易理配人事。100 由於天人匹配、預昭史事的性質所然，司馬光

《易》學非常重視象數一面，提倡「義出於數」。換言之，必須先闡明自然之「數

理」，才能推斷人事道德和史事演變之「義」。101 劉安世作為司馬光愛徒，深受

象數之學影響。他在大觀年間與馬永卿對談中，卜算北宋初年收復北漢之役，並預

                                                 

12，頁 799。 
97 《元城先生語》成書最遲，大概在 1135 至 1136 年（《宋儒學案》繫為紹興六年；《宋元學案》

為紹興五年），是馬永卿於老師劉安世死後整理的對談記錄。對話發生在大觀三年至四年之間。

《譚錄》最早，為韓瓘所記政和二年 (1112) 至宣和二年 (1119) 劉安世語錄。《道護錄》為宣和

六年胡珵所記語錄。這幾部對談錄的作者背景和成書歷程，參邱佳慧，《道學運動中的劉安

世》，頁 28-42。田智忠認為這幾部書都不太關心哲學問題，只是因為《諸儒鳴道集》本身對

「道」的理解寬泛，才被收入其中。田智忠，《《諸儒鳴道集》研究》，頁 248。 
98 劉跂託書有宣和四年與宣和六年二說。中華書局本劉摯文集《忠肅集》據文津閣《四庫全書》點

校劉安世原序，訂為宣和四年七月六日。劉摯，《忠肅集》（中華書局本），〈原序〉，頁 666。

文淵閣《四庫全書》乃作宣和六年七月六日。劉摯，《忠肅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24

冊，卷首，〈原序〉，頁 1a。中華本此處並無出校解釋差異。考此〈序〉劉安世自署「承議郎提

舉南京鴻慶宮賜紫金魚袋」，宣和六年劉已復直龍圖閣學士。署名今無直龍圖閣，當以宣和四年

說為上。又，景印自清乾隆聚珍版的《叢書集成初編》本《忠肅集》，劉安世序首亦為「宣和四

年」。見劉摯，《忠肅集》，《叢書集成初編》第 1912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原

序〉，頁 1。 
99 以上日程均參張夏輯，《宋楊文靖公龜山先生年譜》，《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86 冊（濟

南：齊魯書社，1996），卷上，頁 22b。 
100 余敦康，《內聖外王的貫通：北宋易學的現代闡釋》（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頁 50-68。 
101 司馬光《易》學的象數不僅見於《易說》，亦見於其所著《潛虛》。相關分析，見林素芬，〈司

馬光易學思想蠡測〉，《東華人文學報》，13（花蓮：2008），頁 6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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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導致河東地區再次淪陷的靖康之禍，正是司馬光之學的反映。102 

然而在《易》學方面，劉安世並非單重象數。筆者之所以有此推論，得益於一

條關於安世《易》學的新材料。這條材料獨見於南宋法書集成《寶真齋法書贊》，

是一份書簡。文曰： 

示諭康節之語，固嘗聞之。安世每疑其太高。若講解象數、一切屏絶，

則聖人設卦立爻復將安用？惟知其在象數者，皆寓也。然後可以論

《易》。故曰：得意妄［忘］象，得象妄［忘］言。方其未得之際而遽

絶之，則吉凶與民同惠之理將何以兆？恐非筌蹄之意。明公以為如何？

安世上。103 

此簡雖無年月，然以「明公」敬謂啟者，且有「示諭康節」之語，大概是劉安世寫

給某位與邵雍相識之大臣。以安世之性格，紹聖外貶以後，當不與中央新黨大臣通

簡。簡中提到「明公」示以邵雍論《易》之象數學，則「明公」自必與邵雍交好。

筆者推測，大概不出於司馬光、富弼 (1004-1083) 等與邵雍來往密切、且與易理頗

有心得之洛陽眾老。據此推論，此簡應作於元祐時期或以前。而簡中所謂「其在象

數者，皆寓也」，可見劉安世一直頗為重視象數背後「與民同患」之理。 

大觀三年至四年，馬永卿訪問寓居南都的劉安世。據永卿《元城先生語》所

記，其時劉安世頗好談《易》，與之詳論伏羲、周文王、孔子 (551 B.C.-479 B.C.) 

三聖演卦並〈繫辭〉內容。104 大觀四年下一年即政和元年。正是在這一年左右，

楊時自程頤另一高足謝良佐 (1050-1103) 手中得到一部程氏《易傳》稿本，並於四

年後出版校正以後的《伊川易傳》。105 為了校訂、編次、刪潤程氏《易傳》，政

和初年楊時正專心治《易》。政和元年二月，劉、楊二人於南都相見之時，兩人的

學術興趣正好於《易》學重疊。 

                                                 

102 馬永卿錄，《元城先生語》，收入佚名編，《諸儒鳴道集》，卷 50，頁 9b-10b。此外，與司馬

光相同，劉安世對揚雄《太玄經》的術數理論尤其著意。相關議論參馬永卿錄，《嬾真子錄》，

《歷代筆記小說大觀》第 3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卷 4，頁 117。 
103 岳珂編，《寶真齋法書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3 冊，卷 16，〈劉忠定書簡帖〉，

頁 5b。 
104 馬永卿錄，《元城先生語》，收入佚名編，《諸儒鳴道集》，卷 51，頁 14a-14b。 
105 楊時，《楊時集》，卷 25，〈校正伊川易傳後序〉，頁 675-676。楊本《易傳》出版經過參

Cheung Hiu Yu, “Consolidation of the ‘Cheng School,’” pp. 129-130; 陳石軍，〈程頤《易傳》成書

流傳新論〉，《周易研究》，4（濟南：2021），頁 5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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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上述學術背景，不難想像劉、楊會面數天內的討論主題必然包括《易》

學。政和元年二月九日，楊時拜別劉安世，赴任蕭山。途中撰成一信寄與安世。此

信前半部分借劉安世贈予楊時的一部《易》學專著入題，專論《易》經「復」卦卦

理。該《易》學專著即為許丞所著《易義》，其中論「復」卦卦義有「怒，惡之使

也，東方之情也；元，善之長也，東方之德也」數語。106 這裡「東方之情」、

「東方之德」的說法，源於漢元帝時陰陽學家翼奉的理論，屬於數占一派，與同時

代的京房 (78 B.C.-37 B.C.)《易》同源。107 清儒惠棟 (1697-1758)《易漢學》以翼

說屬之京房《易》算法，甚確。108 許丞《易義》既引翼說，其書亦當為象數一

流，故為劉安世所注意。 

但是，劉安世將《易義》推薦給楊時之時，楊氏卻不以為然。楊時以《孟子》

周文王、周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為例，提出「怒」與「惡」之間不能簡單劃

上等號。他又以《論語》所謂「顏子不遷怒」為例，論述「顏子不遷怒，非無怒

也，不遷而已。是謂中節」。109 楊時這一以「顏子不遷怒」為中節的說法，正是

引申自其師程頤名文〈顏子所好何學論〉所謂顏子「勉而後中節」之說。110 而楊

氏綜合二例，提出修身、治世本為一事，天下之道本於正心誠意，乃循其師儒者之

「道」一以貫之的理路而來。他在信中直言：「夫物我易觀，不能通天下為一，正

今日學者之失。此弊尤當救之，不可畏也」。111「今日學者」之弊，從《易》學上

來說，固是象數瑣碎之弊。但從更廣闊的形而上層面而言，又何嘗不是主觀之我與

客觀之物的割裂之弊呢？ 

前文云及，自元祐起，劉安世已認為《易》學象數背後寓有「與民同患」的義

理。政和元年楊時所論修身、治世本為一事，對他來說不啻一大啟發。事實上，與

楊時的這一次討論對劉安世影響深遠。十數年後，宣和六年冬天，劉安世在與楊時

門人胡珵的對談中還提到：「大凡今之學者，言象數則諱談義理；言義理則恥說象

數。若象數可廢，則無《易》矣。若不說義理，又非通論。是兩者兼通，始

                                                 

106 楊時，《楊時集》，卷 19，〈與劉器之〉，頁 516。 
107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 75，〈翼奉傳〉，頁 3168，並見

孟康《漢書音義》相關疏解。以六方（東、南、西、北、上、下）匹配六情（怒、惡、喜、好、

樂、哀）是翼奉陰陽學的代表理論。 
108 惠棟，《易漢學》，《叢書集成初編》第 457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5，頁 78-79。 
109 楊時，《楊時集》，卷 19，〈與劉器之〉，頁 516。 
110 程顥、程頤，《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 8，〈顏子所好何學論〉，頁 578。 
111 楊時，《楊時集》，卷 19，〈與劉器之〉，頁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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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112 與劉安世論《易》者自然絕非楊時一家。但從劉氏晚年綜合象數、義理

的《易》學觀點來看，政和初與楊時南都論學一事，大概有著潛移默化的因素在

內。113 

通過劉安世晚年與胡珵的對話，可見他受楊時影響之處。但是劉氏堅持不廢象

數，這一點與楊時繼承自程頤重義理而輕象數之《易》學仍然判為二途。114 劉安

世的弟子李光 (1078-1159) 著有《讀易詳說》十卷，今存。此書多以《易》傳卦爻

之理配附史事，《四庫》館臣以為《易》學「史事派」之開創者。115《讀易詳說》

對歷史時勢尤其是「時中」理念的強調十分明確，與程頤一派《易》學強調義理超

越時間而自存的「內聖」派存在顯著分別。116 簡要而言，李光《易》學，與司馬

光《易說》以史釋《易》理路頗近。其論象數之用，亦以推斷時勢為主。《讀易詳

說》中以箕子去殷為例，提出「古之聖賢當昏亂之時，出處去就，其精微如此。非

深達乎天下之事變、明乎象數之幾深者，孰能與于此哉」。117 換言之，李光仍然

認為象數是《易》學不得不深研的第一原理。劉安世作為李光之師、司馬光之徒，

其《易》學承先啟後。推測基本特徵，大概也常以象數推論時勢、史事。118 馬永

卿所錄《元城先生語》有一條記載劉安世與之論《易》，提到春秋時魯襄公祖母穆

姜之死。劉氏引《春秋左氏傳》「往而筮之，還艮之八」之說，以證穆姜留居東宮

為不吉實為先儒治《易》本意，明顯表現出以象數推斷史事的傾向。119 從更寛廣

的兩宋之交《易》學視角來看，司馬光、劉安世、李光一脈，與程頤、楊時一脈，

就理論層面而言是兩條平行線。而劉安世與楊時政和元年之會，正是兩條平行線交

匯之時。可惜由於劉安世沒有留下專門的《易》學著作，我們無法全面考察其

《易》學具體形態了。 

宣和六年劉安世與胡珵的對談，反映了安世晚年與楊時長達十餘年之交往。胡

                                                 

112 胡珵錄，《道護錄》，收入佚名編，《諸儒鳴道集》，卷 53，頁 4a-4b。 
113 劉安世在與胡珵對話中強調「與楊中立以下十餘人論《易》」，可見《易》學層面予其啟迪最深

者仍為楊時。同前引，頁 4a。 
114 楊時論孔子《易》學之本質，即以「得意而忘象」為主旨。參考楊時與劉安世好友、福建名儒陳

瓘 (1057-1122) 論邵雍學術一書。楊時，《楊時集》，卷 19，〈答陳瑩中〉，頁 521。 
115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頁 50。 
116 李光「時中」之義及與程氏《易》學分野，參梁從峨，〈李光易學的「時」義探析〉，《周易哲

學》，139（濟南：2019），頁 26-32。 
117 李光，《讀易詳說》，《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冊，卷 6，頁 26b-27a。 
118 劉安世大概受司馬光影響，頗喜論史。《元城先生語》尤多論漢、唐、宋（本朝）三代史事者。 
119 馬永卿錄，《元城先生語》，收入佚名編，《諸儒鳴道集》，卷 51，頁 9a-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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珵，常州晉陵人，登宣和三年第。120 先是六年春二月，胡珵執楊時、劉摯薦書，

面謁劉安世，寒暄家常，談及了一些劉氏生平大事。同年冬天，胡珵自京師述職南

歸，再次經南都應天府拜謁劉安世。這一次二人圍繞楊時有更具體的討論。其時楊

時已七十二歲，寓居毗陵，驟蒙朝廷賜以祕書郎之職事，相召入京，面臨人生最後

一次「得君行道」之機會。耐人尋味的是，楊時這次機會，卻與當時權臣蔡京有

關。劉安世詢問胡珵楊時為何人推薦時，胡氏說是蔡京長子蔡攸 (1077-1126)。121 

根據劉安世、楊時共同的學生福建學者劉勉之 (1091-1149) 追憶，先是蔡京從子蔡

樞 (?-1147) 向京、攸父子推薦福州懷安人張觷 (1088-1138)，以作為蔡家塾師。張

觷把握機會，再向蔡京、蔡攸推薦楊時。122 通過以蔡家為中心的這一福建士人網

絡，楊時得以進入了朝樞中心。123 

針對宣和六年冬楊時出處問題，劉安世保有疑慮，畢竟蔡黨是惡名昭著的權臣

集團。同年春天，劉安世聽聞李光為蔡攸薦引時，在胡珵面前不禁吐出「失身」之

語。124 然而楊時始終是胡珵老師、劉安世同輩。劉安世在胡氏面前只以「此曹立

黨相傾，不知中立肯來否」表達了個人疑慮。125 尤須注意者，第二次與胡珵相見

時，劉安世自己剛好復職直龍圖閣學士。126 這一復職雖無實際差遣，但在胡珵乃

至劉安世看來，代表了朝廷風向有所鬆動，不再一味打壓他們口中的「天下正

人」。從這一角度來看，楊時為蔡家所薦，不失為新氣象下的一種指標。劉安世大

概考慮到這一點，遂對楊時出仕並無過激反應。 

宣和七年，劉安世逝世。宣和六年見證了劉安世與道學圈子最後的交流。在最

後一次與胡珵對談中，安世反復強調「誠」才是儒家學者達道之「根本」，他也是

靠此一字面對人生禍福。這次對話中，劉說得一半，突然反問胡珵其師楊時如何理

解學者「根本」。胡珵回答楊時喜歡講「仁」為大公之道。劉安世聽後，仍然堅持

「誠」才是最終「根本」，提出「誠」已然包括「仁」在內。他且以造酒為喻：只

                                                 

120  胡珵生平簡略見史能之編修，《咸淳昆陵志》，卷 17，「人物」，頁 7a-7b。 
121 胡珵錄，《道護錄》，收入佚名編，《諸儒鳴道集》，卷 53，頁 3b。 
122  這一舉薦過程在朱熹與學生葉味道、李儒用對談中有極生動之描述。參黃士毅編，《朱子語類彙

校》，卷 101，〈楊中立〉，頁 2553-2554。 
123  當然，借蔡家推舉楊時之勢，楊時其他友人亦有助力，比如同為程頤門人的溫州士大夫許景衡。

參楊時，《楊時集》，卷 21，〈與許少伊〉其二，頁 585。 
124  胡珵錄，《道護錄》，收入佚名編，《諸儒鳴道集》，卷 53，頁 2b-3a。劉安世與李光交誼，見

脫脫等，《宋史》，卷 363，〈李光傳〉，頁 11335-11336。 
125  胡珵錄，《道護錄》，收入佚名編，《諸儒鳴道集》，卷 53，頁 2b-3b。 
126  劉安世復職直龍圖事在宣和六年十一月一日。同前引，頁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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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準備「腳」（酒的底料）的過程做好了，才談得上酒好與不好。「誠」就是造酒

（修德）之「下腳」。127 劉安世強調「誠」，楊時強調「仁」和「天理」，自是

截然不同。 

「誠」是司馬光傳給劉安世的學問精要，也是其一生思想所繫。如果深入考察

劉安世「誠」說，當會發現其與楊時論「誠」之說也存在著顯著分別。楊時「誠」

說繼承自程頤，強調「至誠」的本體論概念，將「誠」與天之德性（天之道）連繫

起來。128 他在回答胡珵關於《論語．憲問》「不逆詐，不億不信」的問題時，提

出「惟至誠為可以前知」，即以「誠」為先天本體之德，深藏於內心之中。129 在

楊時看來，《大學》修、齊、治、平一路，即由內心之「誠」意發動而來。130 楊

時這一說法，實則是程頤「無妄之謂誠」之說的展開。程說最重要的表述見於《易

傳》「無妄」卦說。其論「無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與楊時「誠」

說可謂一脈相承，皆重「由內而外」的心靈修養。131 

劉安世之說「誠」，則與楊時、程頤相反。他年輕時拜見司馬光，不知「誠」

之一字如何入門。司馬光告之要訣，乃是「不妄語」三字。132 相較程頤「無妄之

謂誠」之教，「不妄語」僅多出一「語」字，卻與程氏心性修養之道有著根本上的

不同。劉安世乃至司馬光的「不妄語」，是踐履層面的實際行為。劉氏得聞司馬一

言後，「自此不敢妄語」。他在與馬永卿談話中，提及當時天下詐偽之風流行，

「誠實之風，幾乎一日衰於一日，一年衰於一年」。 133  可見劉氏所認為的

「誠」，並非內心中源自形而上層面「天之道」的「至誠」之意，而更貼近於一種

外在的行為規範。劉安世所感佩的司馬光「誠意」，乃是「讀書必具衣冠，正坐莊

色，不敢懈怠」。134 儘管劉安世也認同《中庸》「誠者，天之道」的基本定義，

但是他晚年教導韓瓘把握「誠」的根本，仍是力行「不妄語」的外在踐履一路。135 

                                                 

127  以上所述，見同前引，頁 6b。 
128  楊時，《楊時集》，卷 11，〈京師所聞〉，頁 294；〈餘杭所聞〉，頁 312。 
129 同前引，卷 14，〈答胡德輝問〉其五，頁 406。 
130  同前引，卷 11，〈餘杭所聞〉，頁 308-309。 
131  程顥、程頤，《二程集》，《周易程氏傳》，卷 2，頁 822。關於程頤「誠」說發展以及後世道

學家改造此說，參張曉宇，〈程頤「無妄之謂誠」說流變考〉，《東方文化》，51.2（香港：

2023），頁 63-77。 
132  馬永卿錄，《元城先生語》，收入佚名編，《諸儒鳴道集》，卷 50，頁 11a。 
133  同前引，頁 11b。 
134  同前引，頁 8a。 
135  參劉安世與韓瓘對話。劉安世自述，韓瓘錄，《劉先生譚錄》，收入佚名編，《諸儒鳴道集》，

卷 52，頁 1a-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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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和六年，在與胡珵最後一次對話之時，除了造酒的比喻，劉安世針對「誠」的本

質另有一段深刻發揮： 

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手顧之，笑曰：「只

為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耳。及其成功，一也」。某自從十五歲以

後，便知有這箇道理也。曾事事著力，畢竟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橫妙

用，無處不通。子試觸類求之，直是無窮。136 

「誠」作為劉安世安身立命的基礎，在他看來本質上並沒有天人之分。只是因

為形骸存在，人們才有了「思誠」的「人道」進路。真正把握「天道」之「誠」的

方法，並非求索心靈內在而與「至誠」連繫，而是由踐履「不妄語」等具體外在行

為「觸類求之」「誠」的妙用。在人生最後時光，劉安世堅持了自己對「誠」的理

解，找到了自己的「道學」。 

五、結論 

引言曾提及，本文主標題「道大不容」，取自楊時為劉安世所撰祭文中之警

語。結合本文結論，此句警語可以詮釋為兩重意義。第一重意義，亦為楊時本意，

喻指劉安世的氣節成為了元祐有「道」君子之代表，而不為新黨執政之朝廷所容。

此即政治層面之「道大不容」。第二層意義就學術思想而言：劉安世之「道」如果

忠實呈現其面目，亦恐不能見容於以道南一脈為代表的正統道學敘事。此所謂思想

層面之「道大不容」。元祐時期，劉安世彈劾元祐宰執以及道學宗師程頤的歷史事

實，在南宋以降道學敘事中只能表現為語焉不詳的軼聞，或者朱熹口中的「見識有

病」。 

事實上，作為一位頗有名望的士大夫，劉安世交遊圈本就和程頤道學網絡不盡

重合。觀察劉安世的社會關係網絡，確實他有些學生如胡珵、李光、黃鍰等，與程

門有所淵源。137 但是，劉氏大部分的朋友和弟子，包括曾開、曾幾 (1084-1166)、

                                                 

136  胡珵錄，《道護錄》，收入佚名編，《諸儒鳴道集》，卷 53，頁 5a。 
137 關於劉安世的社會關係資料，筆者參考了「中國歷代人物 (CBDB)」資料庫（https://inindex.com/ 

biog，2023 年 6 月 20 日查詢）。黃鍰與劉安世之關係不見於 CBDB。劉安世另有兩小簡與黃

鍰，見載於朱熹《三朝名臣言行錄》與岳珂《寶真齋法書贊》。據簡文語意，大概黃鍰亦為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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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瓘、蔡樞、孫偉、鄧弼亮等，本非程門中人，有些朋友如劉攽 (1023-1089) 和蘇

軾，與程頤甚至是敵非友。在以《宋元學案》為代表的道學敘事中，劉攽、蘇軾等

為程頤所不喜者首先被排除在劉安世「學案」以外。至於其他人等，由於與程門距

離較遠，亦沒有得到重視。只有本身處於道學譜系之中的李光、胡珵、劉勉之等學

者，因有助於彌合劉安世道學世界中的形象，才擁有被記入〈元城學案〉直系譜系

中的資格。138 

值得注意，劉安世的形象本身就是片段式的。從楊時「道大不容」到朱熹編輯

《三朝名臣言行錄》依據的劉安世「言行錄」，再到《宋元學案》中的〈元城學

案〉，針對劉安世的歷史認知逐漸定型。他的政治性格和學術理念，被化約為敢言

直諫的舊黨（朔黨）集團成員以及廣義的「道學門人」（司馬光之徒）。這類標籤

反映了部分事實，同時也遮蔽了劉安世性格中更為複雜的一面。劉安世對王安石質

樸好學的敬佩、139 他對劉攽謔語的包容、140 他對漢唐歷史人物心術的理解、141 

他與蘇軾相知相得、142 以及他對蘇軾烏臺詩案處境之精妙分析，143 這些細節都隱

藏在劉安世平時對話之中，為馬永卿等所記錄。這些「非道學」甚至「反道學」的

片段，由於既定道學標籤的作用，遂被埋沒在歷史之中。事實上，收入劉安世語錄

的《諸儒鳴道集》，亦因為所收各種文字「道學不純」而為後世道學史學者所忽

略。要而言之，我們今天所理解的劉安世形象，只是某一部分特定文獻所賦予的印

象效果。在道學敘事建構過程中，由於建構者主觀意志的選擇，「親道學」的文獻

片段比其他片段受到了更多注意，從而層累加固了這些學者親近道學的後設身分。

劉安世的歷史形象正是這一建構過程的產物。 

上文提及劉安世與學生的對話語錄。由於本文主題和材料數量所限，我們無法

                                                 

後學一輩。參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 118 冊，卷 2546，劉安世〈與黃鍰用和小

簡〉，頁 173-174。此條材料承蒙趙元瑩君提示，特此銘謝。 
138  反映全祖望《宋元學案》早期體例的黃氏補本《宋儒學案》，所記載的劉安世直系門人只有呂本

中、劉勉之、馬大年、韓瓘、胡珵、曾幾寥寥數人。見黃璋、黃徵乂補修，《宋儒學案》，卷

17，〈元城學案〉，頁 1。然而在後來的刊本《宋元學案．元城學案》之中，與程門距離較遠的

呂本中和曾幾，已被挪至其他學案。代替的是補入李光，顯著加強了他與胡珵作為劉安世直系傳

人的地位。黃宗羲，《宋元學案》，卷 20，頁 819-820。刊本《宋元學案》的相關修訂，可以說

帶有更明顯的道學敘事烙印。 
139  馬永卿錄，《元城先生語》，收入佚名編，《諸儒鳴道集》，卷 49，頁 3b。 
140  同前引，頁 9b。 
141  同前引，頁 10b-13a；卷 50，頁 1b-2a；卷 51，頁 8a-8b。 
142  同前引，卷 51，頁 9b-10a。 
143  同前引，頁 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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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相關語錄進一步分析劉安世的政治與學術面向。但是，筆者想就語錄這一史料

集群提出一點方法層面的思考，一方面作為本文結語，另一方面亦希望為將來的宋

代思想史研究提供一些啟示。 

作為思想史家，我們當然希望盡量還原思想家的全貌。但是，由於材料尤其是

文獻材料限制，許多時候這一還原工作並不能夠充分貫徹。馬永卿、胡珵所記錄的

劉安世平時談話相當有限，只能稍增我們對劉安世的性格瞭解，尤其是他在學術上

的包容一面。在缺乏對話語境情況下，深入探討劉安世心態已是超出史家能力範圍

的工作。朱熹曾題跋馬永卿等人所錄劉安世言行，其中他提到自己外舅年少時亦曾

受教於劉安世：「睢陽間，為熹言其所見聞，與是數書略同，而時有少異。惜當時

不能盡記其說，且其俯仰抑揚之際，公之聲容，猶恍若相接焉，而今亦不可復得

矣」。144 朱子此處提到「不可復得」處，乃是只有在對話中才能感受到的「俯仰

抑揚」與「聲容相接」。士大夫的個性乃至心態，在這類對話「姿態」中能夠得到

最直觀反映。當對話被記錄時，原來口述語境中的「姿態」與「聲容」業已流失泰

半。 

即便如此，以文字形式流傳至今的語錄，由於其介於口傳 (orality) 和書寫 

(literacy) 之間的聽聞性質 (aurality)，還是能夠揭示士人一些具體的心態細節。145 

劉安世語錄固然過於稀少而「文獻不足徵」，但在大量宋代語錄材料留傳至今的前

提下，是否仍存在著從「姿態」和「聲容」切入探討思想史的可能性？146 道學和

黨爭敘事以既定的概念節點 (conceptual reference points) 定位士人和士大夫：舊

黨、新黨、道學家、反道學官僚，諸如此類，都是所謂的概念節點。深入考察士人

討論這些節點時的「聲容」和「姿態」，比如他們的音容笑貌、肢體反應，有助於

今人理解他們的情感面相，更準確地定位歷史人物的政治與思想屬性。即使在相對

稀缺的劉安世語錄中，我們偶而亦能見到這類「聲容」與「姿態」的記載。比如馬

                                                 

144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五）》，卷 81，〈跋劉元城言行錄〉，頁 3829。 
145  「聽聞」概念取自歐洲中世紀史家喬思．科爾曼 (Joyce Coleman) 研究喬叟 (Geoffrey Chaucer) 

作品傳播史的著作。參 Joyce Coleman, Public Reading and the Reading Public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 and Fr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33, esp. pp. 27-32. 喬思此

書將「聽聞」模式理解為面向小規模群眾朗讀書籍的行為，與宋代師生之間相對私人的對話環境

自然有所區別。但是，宋代部分士人尤其是道學家重視語錄的口述語境，並有意識地將之記錄下

來，仍體現了他們對口傳與書寫之間訊息整體性的理解和把握，參 Cheung Hiu Yu, 

“Consolidation of the ‘Cheng School,’” pp. 132-136. 就這一點而言，引入「聽聞」概念對利用語錄

的宋代思想史研究不無啟迪。 
146  就現有材料而言，最大的可能性應該就是《朱子語類》了。除了包含一定「姿態」和「聲容」記

錄的豐富內容外，《朱子語類》現存黎靖德與黃士毅二本在具體文字方面也足堪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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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卿初見劉安世之後三日，再次獻書求教。語錄記安世「再讀之，似有喜色」。147 

又據馬氏所記，素性嚴肅的劉安世，當年面對劉攽戲謔之語時，亦忍俊不禁。148 

胡珵記劉安世追憶推薦陳瓘時，得意之情溢於言表，「軒渠一笑」。149 這類記載

許多時候固然過於簡略，但是它們所承載的「情感能指」(emotional signifier)，仍

在傳遞著不絕如線的歷史溫度。從語錄或者其他材料中「聲容」與「姿態」的記載

入手，確立承載「情感能指」的相關修辭與文字，在材料相對豐富情況下進行質性

分析，甚至加以量化統計，相信有助於貼近北宋士人心態與真貌。150 通過引入這

種新方法視域，我們可以對現有一些概念節點再加以觀照，從而為思想史研究開闢

出新的方向。  

 

 

                                                 

147  馬永卿錄，《元城先生語》，收入佚名編，《諸儒鳴道集》，卷 49，頁 1a。 
148  同前引，頁 8b。 
149  胡珵錄，《道護錄》，收入佚名編，《諸儒鳴道集》，卷 53，頁 2b。 
150  這方面的一個初步示例，可參張曉宇關於一位福建地方士人弔喪「姿態」的分析。張曉宇，

〈「學統四起」下的北宋古禮運動──陳烈事跡的一個思想史考察〉，《新史學》，30.2（臺

北：2019），頁 136-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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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late Northern Song is known for its complexity and 

obscurity. Under the great influence of Wang Anshi’s 王安石 (1021-1086) New 

Learning, many Northern Song scholars and scholar-officials searched for ways to 

access the ultimate Way in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During the late Northern Song, when factional struggles were in their heyday,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threads intertwined with each other and profoundly shaped the 

mentality of scholar-officials. Through a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Liu Anshi 劉安世 

(1048-1125), a famous scholar-official who has been conventionally understood as an 

anti-reformist and a loose member of the Daoxue 道學 circl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omplex mentality of scholar-officials during the chaos of the late Northern Song. 

More concretely, the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in which Liu Anshi 

resided and seeks to reveal his authentic self, especially his political stances and 

intellectual interests. On the basis of Liu’s words and writings collected by his students 

and descendants, the article casts doubt on various Daoxue narratives that obscured the 

real Liu Anshi. Nevertheless, the study not only reconstructs Liu Anshi independently 

of these Daoxue narratives, but it also calls for a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 on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meta-narrative of Song intellectual history. 

Key words: Liu Anshi劉安世, Cheng Yi程頤, Daoxue道學, anti-reformists, the 

Song Yuan xue’an宋元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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